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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指数解释深水、浅水三角洲地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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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盆地水深影响着沉积物在三角洲水上和水下分配的比例：相较于深水三角洲，浅水三角

洲中更多的沉积物分配在水上（陆上）部分，河床沉积速率高，造成其分流河道的活动性往往更显著。近

年来提出平衡指数模型（Gindex）定量描述这一过程。【方法】本文详述平衡指数的由来、理论模型、实验

验证、实例应用，并讨论其局限性。【结果】平衡指数中的“平衡”是指河流无净沉积、无净侵蚀、沉积

物过路不留的动态平衡状态。平衡指数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沉积物分配在陆上的体积和供给的总体积之比，

它可以表达为盆地水深的函数。由其定义可知，Gindex 是介于 0~1 之间的无量纲数，其值越接近于 0，表明

沉积于陆上的沉积物越少，分流河道越接近平衡状态，越稳定；反之，当 Gindex 越接近于 1，分流河道越远

离平衡状态，越不稳定。平衡指数能够定量表征三角洲的进积速率、加积速率、分流河道迁移速率、决口

周期等重要的地貌动力学参数。自然界中的三角洲均有其特定的平衡指数，因此平衡指数模型约束下的三

角洲主要地貌动力学参数均可以进行预测。平衡指数定量表达了盆地水深单一因素对三角洲地貌动力学特

征的“贡献”，任何除水深之外影响沉积物分配和河流活动性的其他因素（如回水作用、波浪、潮汐、沿

岸流、植被、人为因素等），平衡指数模型均未包含在内。【结论】平衡指数模型一方面能够揭示深水、

浅水三角洲地貌差异性的原理，另一方面有助于解释除水深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三角洲地貌演变的影响。平

衡指数模型在现代河流—三角洲体系中具有普遍应用的潜力，在古代沉积体系中的应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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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盆地水深深刻影响三角洲发育、演化，其产生的影响不亚于河流、波浪、潮汐这些外部

驱动作用，能够控制三角洲的沉积过程和沉积特征，因而历来受到关注。例如，Fisk et al.[1]

在研究美国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时认为盆地水深对三角洲砂体分布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因而

将三角洲划分为浅水三角洲和深水三角洲；Postma[2]也将水深作为重要的参数，结合供源体

特征、构造背景，将三角洲分为 12 种类型。Porębski 和 Steel[3]认为发育在大陆架不同位置

处的三角洲由于水深梯度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将三角洲分为内陆架型、中陆架型、

陆架边缘型。Edmonds et al.[4]的研究也发现，当分流河道深度（hc）大于前积层厚度（f；小

于等于盆地水深）时，三角洲便不再发育典型的吉尔伯特式的三层结构（以前积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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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浅水背景下的顶积层型三角洲。在国内，深水、浅水三角洲也是沉积学的重要议题[5-7]。

例如，在三角洲分类方面，吴胜和等建议有必要从水深的角度对三角洲进行分类，并将三角

洲划分为极浅水三角洲、较浅水三角洲和较深水三角洲[8]；在沉积过程方面，基于现代洞庭

湖和鄱阳湖浅水三角洲等实例开展了大量的考察和观测[9-14]，并开展物理和数值模拟[15-20]；

在沉积模式方面，大量学者通过对鄂尔多斯盆地、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准噶尔盆地等含

油气盆地浅水三角洲的识别，进一步研究了其相带的分布特征，指导了油气勘探[12, 21-28]。 

目前，对浅水、深水三角洲达成的比较统一的认识是：盆地水深越浅，三角洲分流河道

的活动性更强，频繁分叉、改道，导致分流河道大量发育[15, 29-35]。因此，对于浅水三角洲，

其朵体往往相互叠置[13, 36-38]。这些共识表明，相较于深水三角洲，浅水三角洲中更多的沉积

物沉积于平原相带，使得陆上部分沉积速率相对较高，从而分流河道活动性更强。这进一步

意味着，盆地水深影响着沉积物在三角洲体系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分配的比例。 

为了定量表征水深对沉积物分配的影响，近年提出平衡指数（Gindex）的概念模型[31, 39]，

从机理上解释了盆地水深如何控制着沉积物在三角洲体系内部的分配。本文首先通过经典水

槽实验直观地说明盆地水深如何影响沉积物在水上和水下的分配，介绍平衡指数的由来。然

后通过现有的理论模型和实验模拟，阐明平衡指数模型的含义以及平衡指数与主要地貌动力

学参数的关系。最后，结合现代三角洲实例探讨平衡指数模型潜在的应用，并讨论平衡指数

模型的局限性。本文不试图对深水、浅水三角洲的概念进行定义；本文的讨论也仅限于盆地

水深单一参数对三角洲发育的影响，蓄水体的波浪、潮汐、沿岸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不予

考虑。 

1  水深对三角洲沉积物分配的控制 

在河流末端，沉积物卸载，部分沉积于陆上、部分沉积于水下，形成三角洲。沉积物

在陆上、水下分配的比例受盆地水深的控制，这进一步决定着分流河道的活动性：越多的沉

积物沉积于水上，分流河道因此表现得越不稳定，越容易决口、改道、迁移[40]。水槽实验

证实，盆地水深控制着沉积物在水上和水下分配的数量，进而控制着分流河道的活动性。 

1.1  盆地水深横向变化时三角洲发育的水槽实验模拟 

Muto et al.[41]研究了盆地水深在平行岸线方向有差异时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在该实验中

（图 1a），将一个相邻两边受垂直侧壁限制的正方形底板（1 m × 1 m）水平放置于水中，

使得底板淹没至水下 7.2 cm，构成一个张角为 90°、水深为 7.2 cm 的蓄水沉积盆地。携带

沉积物的水流自盆地顶角处供给，供给速率恒定（水供给速率 Qw = 14.96 cm3/s；沉积物供

给速率 Qs = 20.1~21.3 cm3/s），由此形成向盆地方向进积的、顶角为 90°的三角洲。为了

实现盆地水深沿岸变化，将顶角为 30°的、高度为 6.5 cm 的三角形平台置于盆地中，三角

形平台的顶角与盆地顶角重合，这样在三角形平台顶部形成水深为 0.7 cm 的浅水区，三角

形平台之外是水深为 7.2 cm 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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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沿岸水深变化条件下三角洲模拟的水槽实验设计（据 Muto et al.[41]） 

（a）在张角为 90°、底板水平、侧壁垂直的水槽中置入顶角为 30°的三角形平台，在平台之上形成浅水区，平台之外形成深

水区。携带沉积物的水流自盆地顶角处供给（沉积物供给速率 Qs、水供给速率 Qw均保持恒定）；（b）通过河口相对于三角洲

顶点的方位（θ）记录分流河道的活动性 

Fig.1  Design of tank experiment to model a delta prograding into a basin with changing water depth in the 

transverse direction (after Muto et al.[41]) 

(a) wedge-shaped platform with 30° central angle in a tank with a horizontal base and two vertical walls at 90° forming a basin which is 

divided by the platform into a shallow water part above the platform and a deep-water part away from the platform. Sediment-laden flow 

is supplied from the corner of the walls at constant discharge (sediment supply rate Qs and water supply rate Qw); (b) channel activity 

recorded as the azimuth position of the channel mouth relative to the delta apex 

实验分三组进行。其中，A 组为参考组，不置入三角形平台，盆地水深为均一值 7.2 cm。

B、C 两组为对照实验组，B 组在盆地中间位置置入一个三角形平台，使得盆地左右两侧各

1/3 的范围为深水区（7.2 cm），盆地中间 1/3 为浅水区（0.7 cm）；C 组在盆地两侧各置入

一个三角形平台，使得盆地左右两侧各 1/3 的范围为浅水区（0.7 cm），盆地中间 1/3 为深

水区（7.2 cm）（图 2a）。在 A 组实验中，三角洲自顶点向盆地进积过程中，前方的水深

恒定；B、C 两组实验中，三角洲进积至或深水或浅水区。在实验过程中，定时记录河口相

对于三角洲顶点的方位角以记录分流河道的活动性（图 1b）。 

实验结果表明，在三组实验中，三角洲的形态高度相似——岸线总是保持近似轴对称

的弧形向前推进（图 2b），表明三角洲在进积过程中“无视”前方水深变化，其形态不受

水深的控制。这说明三角洲在进积过程中，总是倾向于保持其平原面积在深水区与浅水区相

当，而由于三角洲在深水区具有更大的厚度，因此，三角洲在深水区分配的沉积物体积要大

于浅水区。这表明了分流河道在沿岸线迁移摆动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水深区间时，其在深水

区活动的时间要多于浅水区，以保证向深水区供给更多的沉积物。从图 2c 所记录的河口位

置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在 B 组实验中，河口在中间 1/3（浅水区）的累积时长明显小于

其在两侧（深水区）的累积时长；C 组则相反。而对于盆地水深均一的 A 组，河口在岸线

各处分配的时长大致相当。这个实验直观地表明盆地水深控制了河道的活动性：盆地水深越

大，分流河道停留的时间越长、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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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组水深条件下的水槽实验设计及结果（详细见文献[41]） 

（a）实验 A 为均一水深，实验 B 中间 1/3 为浅水区、两侧为深水区，实验 C 中间 1/3 为深水区，两侧为浅水区；（b）三组实

验结束后的图像；（c）三组实验中河口相对于三角洲顶点的方位随时间的变化（据实验数据修改） 

Fig.2  Design and results of three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basin water depths (see details in reference [41]) 

(a) in run A, water depth is uniform; in run B, water in the central one-third is shallower than at either side; in run C, water in the central 

one-third is deeper than at either side; (b) images of experiments at completion; (c) channel mouth trajectories relative to delta apex 

(modified according to experiment data) 

1.2  盆地水深离岸变化时三角洲发育的水槽实验模拟 

Wang et al.[31]在 Muto 的基础上，通过实验进一步研究了三角洲由浅水区进积至深水区

演化特征的实验。在图 3、图 4 所示的实验中，将一个两侧由垂直侧壁限制、以 90°为顶角、

半径约为 60 cm 的扇形底板放置于水中，使扇形底板淹没至水下 1 cm，扇形底板边缘则形

成一个水下陡崖，形成一个扇形底板之上水深为 1 cm 的浅水区、扇形底板之外水深急剧增

大的极深水区，作为沉积盆地。携带沉积物的水流自水槽顶点处供给，供给速率恒定（水供

给速率 Qw = 51.4 cm3/s；沉积物供给速率 Qs = 0.5 cm3/s），由此形成自浅水区向深水区进积

的三角洲（图 3）。随着三角洲进积至扇形底板边缘，其前缘水深将从 1 cm 突变为 40 cm

（因三角洲无法继续进积，此时水深相当于“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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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角洲由浅水区进积至极深水区的水槽实验设计（详细设计见文献[31]） 

（a）俯视图；（b）纵剖面图 

Fig.3  Model of delta progradation from shallow to very deep water (see modeling details in reference [31]) 

(a) plan view; (b) profile in dip direction 

图 4 所示的实验图像与图 5 所记录的河口相对于三角洲顶点的方位角可以看出来，当

三角洲还处在浅水区时，由于河口持续淤积，分流河道在整个盆地范围内频繁摆动，表现得

十分不稳定，当三角洲推进至极深水区，河口不再发生沉积作用，三角洲停止进积，分流河

道立即变得稳定，表明分流河道中也不再发生净沉积作用。同时，所有自物源供给而来的沉

积物尽数沉积于深水区，河流达到了“不冲不淤”、沉积物过路不留的平衡状态（强制平衡，

forced grade[39, 42]）。 

Kim et al.[43]也通过类似的实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实验中将深水

区设置为“有限深度”，而非三角洲无法进积的“无穷大”。当三角洲进积至深水区时，发

生了与 Wang et al.[31]的实验相同的现象：所有上游而来的沉积物尽数沉积于深水区，河口不

发生沉积作用，分流河道从频繁摆动变得稳定。但随着实验的持续进行，深水区沉积物的堆

积使得河口前方的水深逐渐变浅，先前的深水环境变为浅水环境，分流河道再次活跃起来。 

水槽实验表明，盆地水深大小确实能控制三角洲分流河道的活动性，根本原因是水深

控制了沉积物水上水下的分配过程：盆地水深越浅，越多的沉积物沉积于水上，河流表现得

越不稳定；盆地水深越大，越多的沉积物沉积于水下，河道越稳定，甚至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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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角洲由浅水区进积至极深水区的实验图像 

在浅水区时河道频繁摆动迁移，当三角洲进积至极深水区，分流河道变得稳定。图中红色“曲线”为水平激光线 

Fig.4  Model of a delta prograding from a shallow water region to very deep water region. 

The channel migrated frequently in the shallow water region, then stabilized after prograding to the very deep water. The red curves are 

horizontal laser beams 

 

图 5  实验中河口相对于三角洲顶点的方位随时间的变化 

Fig.5  Trajectories of channel mouth relative to delta a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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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衡指数模型 

2.1  平衡指数 

盆地水深越大，河流越稳定，向深水区输送的沉积物越多、沉积于河道中的沉积物越

少，实际上是越接近平衡状态。理论上，直至水深达到无穷大，河流实现平衡。为了定量表

达河流接近平衡的程度，Muto et al.[41]提出了平衡指数（Gindex）的概念。Wang et al.[30]将其

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沉积物在陆上分配的体积与沉积物供给的总体积之比。平衡指数可以写作

水深的函数，因此能够定量表达水深对三角洲陆上、水下沉积物分配的影响： 

          （1） 

式中：Vsubaerial 和 Vtotal 分别是沉积物分配在三角洲陆地部分的体积和供三角洲建设的沉积物

总体积；t 是时间；χ(h*)是盆地水深 h*的函数（无量纲），h*是实际盆地水深（h）与三角洲

顶点海拔高度（ηα，三角洲平原半径与坡度之积）的比值： 

              （2a） 

              （2b） 

式中：α为三角洲平原坡度（正切值），x 为三角洲平原半径。 

公式 1 右侧表达式的解释如下：单位时间内，将沉积物分配在三角洲陆地部分的体积

看作单位 1，则沉积物供给的总体积为 1 与沉积物分配在水下的体积之和。沉积物有多少分

配在水下，显然由水深决定。 

容易理解，平衡指数是介于 0 和 1 之间的一个无量纲的数。当 Gindex = 0，代表了沉积

物在陆地上没有分配，即所有供给的沉积物都被搬运到水下，表明河流达到了平衡状态，如

图 4 所示的实验；或者冲积河流消失，沉积物从物源区直接被搬运至水下，相当于近岸水下

扇的情形。如果 Gindex = 1，表明所有自物源区搬运而来的沉积物全部沉积于陆地上，自然界

中的冲积扇对应于这种情形。对于绝大多数三角洲，0 < Gindex < 1。 

需要说明的是，公式 1 中的 χ(h*)没有固定的形式，受盆地形态等参数的控制：不同形

态的盆地，χ(h*)具有不同的表达式。图 2 所示的实验 A 给出了一个最为简单的盆地模型：

陆地方向基底垂直、盆地的坡度为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假设：（1）三角洲平原的张角 λ、

三角洲平原的坡度 α、三角洲前缘的坡度 β 在三角洲发育过程中均保持不变；（2）三角洲

岸线形态可以近似为对称性的弧形（图 6），可得针对这一类型盆地的平衡指数可以通过下

式计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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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α/β。公式 3 的推导过程见附 1。很显然，平衡指数与水深是一种反相关的关系（图

7）。由公式 3 可知，三角洲平原的相对坡度（0< α* <1）和相对水深（h*，无量纲化）决定

了平衡指数的大小。相较于水深而言，三角洲平原的相对坡度对平衡指数的影响较小。例如，

在图 7 中，α*在其极限值 0~1 之间变化，引起的平衡指数变化量也不超过 0.1。 

 
图 6  用于平衡指数分析的一个简单的盆地模型示意 

Fig.6  A simple basin model for grade index 

 

图 7  基于图 6 所示模型的平衡指数与无量纲水深的关系 

图中红色曲线对应于 α*=0；蓝色曲线对应于 α*=1；灰色曲线表示两种情况下的平衡指数差值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Gindex and dimensionless basin water depth for model in Fig. 6 

Red curve is for α*=0, blue curve for α*=1, and grey curve for the difference in Gindex for these two cases 

2.2  平衡指数与主要地貌动力学参数的关系 

Muto et al.[41]进一步证明，三角洲主要的地貌动力学参数均可以通过平衡指数表达出

来，包括三角洲的进积速率 Rpro、加积速率 Ragg、河口迁移速率 Rmig、河道决口周期 τA、河

道满宽迁移时长（河道迁移与其宽度相当的距离所需时间）τs、河口满岸线迁移时长（河口

从三角洲岸线的一侧迁移至另一侧所需时间）τr。如表 1 所示，上述地貌动力学参数的真实

值，都可以表达为各自在水深为 0 时的相应值（以下标 h~0 表示），与平衡指数之积或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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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过程见附 1）。 

表 1  平衡指数与三角洲地貌动力学参数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de index and morphodynamic parameters of the delta 

地貌动力学参数 表达式 

实际值 = 与水深无关的数  与水深相关的数 

进积速率 Rpro = Rpro h~0  Gindex 

加积速率 Ragg = Ragg h~0  Gindex 

河口迁移速率 Rmig = Rmig h~0  Gindex 

河道决口周期 τA = τA h~0  Gindex
-1 

河道满宽迁移时长 τs = τs h~0  Gindex
-1 

河口满岸线迁移时长 τr = Τr h~0  Gindex
-1 

注：常见的地貌动力学参数均可表达为一个“与水深无关的数”（水深为 0 时的对应值）和“与水深相关的数”（平衡指

数 Gindex）之积（或之比）。下标 h~0 代表水深（h）为 0 时相应的地貌动力学参数。 

在表 1 中，等式的中间列为各项水深为 0 时的地貌动力学参数，其值大小与水深无关。

另一方面，平衡指数的大小却受水深控制。这样一来，水深对三角洲地貌动力学参数的控制

可以通过平衡指数定量表达。根据表 1，如果将地貌动力学参数以其水深为 0 时的对应值做

无量纲化处理，平衡指数则可视作无量纲的地貌动力学参数： 

    （4） 

式中：*表示无量纲参数。 

对于给定的三角洲体系，在已知其沉积物供给速率 Qs、平原坡度 α、前缘坡度 β、平原

半径 x、张角 λ等参数后，假想一个与其上述参数一致的冲积扇体系，该冲积扇体系的进积

速率、加积速率、河口迁移速率、河道决口周期、河道满宽迁移时长、河口满岸线迁移时长，

即为该三角洲水深为 0 时的各项地貌动力学参数：Rpro h~0、Ragg h~0、Rmig h~0、τA h~0、τs h~0、τr 

h~0，并且可以计算它们的理论值（推导过程见附 1）：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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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式中：Ω 是表征 Rpro 与 Rmig 之间关系的系数，与冲积体系的粒径、植被覆盖情况等相关，无

量纲；hc为分流河道的深度；B 为分流河道的宽度。 

2.3  平衡指数模型的实验验证 

基于图 6 所示的简单模型，Wang et al.[30]以盆地水深为控制变量，通过一系列水槽实验

验证了平衡指数模型。在六组实验中，水深分别设置为 1 cm、2.5 cm、5 cm、10 cm、20 cm、

+∞，且在各组实验中保持恒定，其他外部参数包括沉积物组成、沉积物供给速率、水供给

速率，以及与上述外部参数相关联的三角洲平原的坡度 α、三角洲前缘的坡度 β等参数各组

实验均相同。 

实验发现，随着水深的增加，三角洲分流河道的活动性逐渐减弱，表现在：（1）分流

河道迁移摆动的速率、范围均随水深的增大而减小；（2）分流河道决口、改道的频率随水

深的增大而减小。如图 8 所示，六轮实验中河口随时间的迁移直观地记录了上述过程。 

 

图 8  六组实验河口相对于三角洲顶点的方位随时间的变化 

（a~f）实验 1~6，水深分别为 1 cm、2.5 cm、5 cm、10 cm、20 cm、+∞。其中实验 6，选取自图 5 所示的部分实验结果（从图 5

所示实验的 10 000 s 算起）。详细的实验结果见文献[31] 

Fig.8  Trajectories of channel mouth relative to delta apex from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basin water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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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runs 1–6 with water depths 1 cm, 2.5 cm, 5 cm, 10 cm, 20 cm, +∞, respectively. Run 6 (virtually infinite water depth) taken partly 

from Fig. 5 for 10 000 s onward (details from reference [31]) 

根据公式（2，3），各组的 Gindex 均可根据实验参数计算。计算结果显示，从实验 1 到

实验 5，随着水深加大，Gindex 显著减小（图 9），直至实验 6，Gindex = 0，分流河道达到（或

接近）了平衡状态，与实验过程一致。需要指出的是，Gindex 除了与水深 h、平原坡度 α、前

缘坡度 β等参数相关之外，还与三角洲的规模（平原半径 x）有关（公式 2，3）：水深恒定

的情况下，平衡指数三角洲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因此，在 Wang et al.[31]的实验中，为了提高

对比性、更有效地讨论水深的作用，各组三角洲演化至相当规模时（半径 x 接近）再进行

Gindex 的对比更为合理。 

 
图 9  五组实验三角洲的平衡指数（图 8 所示的实验 1~5） 

注：该图仅适用于图 6 所示的模型。Gindex除了与水深 h、平原坡度 α、前缘坡度 β等参数相关之外，还与三角洲的规模（半径 x）

有关（公式 2，3）。图中五次实验的 Gindex值对应的三角洲半径分别为 50.0~70.0 cm、40.0~70.0 cm、45.0~60.0 cm、50.0~60.0 cm、

50.0~55.0 cm 

Fig.9  Gindex of the five model deltas (runs 1–5, Fig. 8) 

for delta plain radius x = 50.0~70.0 cm, 40.0~70.0 cm, 45.0~60.0 cm, 50.0~60.0 cm, and 50.0~55.0 cm, respectively. The figure refers 

only to the model in Fig. 6, in which Gindex is related to delta size (Eq. (2b))  

另一方面，根据表 1，对于特定的三角洲体系，通过平衡指数可以计算一系列地貌动力

学参数的理论值。Wang et al.[31]进一步根据实验参数，分别求取了 Rpro h~0、Ragg h~0、Rmig h~0、

τA h~0 四项参数（公式 5~8），结合 Gindex（图 9），得到六组实验的理论进积速率 Rpro、加积

速率 Ragg、河口迁移速率 Rmig、河道决口周期 τA
[31]。如图 10 所示，进积速率 Rpro、加积速

率 Ragg 的理论值与实测值基本吻合（图 10a~b）。河口迁移速率 Rmig、河道决口周期 τA其理

论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出现较大的误差（图 10c~d），可能是因为：（1）Rmig 是通过引入系数

Ω，从 Rpro 近似而来，系数 Ω 依赖于经验，其准确值难以确定；（2）实验设备引起的实验

参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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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五组实验的主要地貌动力学参数的实测值与理论值对比 

（a~d）分别对应于进积速率、加积速率、河道迁移速率、河道决口周期四项地貌动力学参数。各参数的理论值通过表 1 和公式

5~8 求取。其中，公式 7 中的系数 Ω，参考实验条件下的实测近似值 10[41]。 

Fig.10  Gindex-based theoretical and measured values of main morphodynamic parameters 

(a) progradational rate; (b) aggradational rate; (c) channel migration rate; (d) period of channel avulsion. The theoretical morphodynamic 

parameters calculated from Table 1 and Eqs. (5)-(8). The value of Ω in Eq. (7) was approximately 10, based on experiment[41]. 

3  平衡指数模型的应用 

3.1  平衡指数模型的应用方法 

平衡指数模型体现了盆地水深这个单一因素对三角洲地貌动力学特征的“贡献”，进

而有助于解释除水深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三角洲地貌演变的影响，如何将其应用于自然界值得

进一步讨论。自然界中的三角洲均有其特定的平衡指数，并可通过其所处的盆地特征（基底

坡度条件、水深条件等）、自身的特征（沉积坡度条件、分流河道水深等）、物源条件（物

源供给速率）求取。 

首先，选取适用的盆地几何模型，求解平衡指数的具体表达式。如前所述，平衡指数

没有统一的表达形式，取决于盆地的几何形态。图 6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及基于此模型

的平衡指数表达式（公式 3）。 

其次，求解平衡指数。如图 6 所示的模型，可知盆地水深、三角洲平原和前缘的坡度、

三角洲的半径等是求取平衡指数的关键参数。对于现代沉积，可以通过测量得到这些参数；

对于古代沉积，则需要通过开展古地理恢复获取这些参数。 

第三，求解地貌动力学参数的理论值。在求解平衡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取研究对

象相关地貌动力学参数在水深为 0 时的对应值（公式 5~10），再根据表 1 求取该研究对象

地貌动力学参数的理论值。完成此过程需要增加三个参数：沉积物供给速率 Qs、三角洲张

角 λ、表征进积速率与河道迁移速率关系的系数 Ω。对于现代沉积体系，可通过观测获取；

对于古代沉积体系，可通过物源分析、平面沉积相分析或参考经验值获取。 

第四，对比理论值与实测值，分析盆地水深及水深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三角洲发育的影

响。基于平衡指数求取的理论地貌动力学参数仅反映水深的作用。对于现代沉积体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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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理论值和实测值，可分析盆地水深以及除水深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分流河道活动性的影

响，进而对分流河道的活动性开展解释和预测。对于古代体系，可在合理假设及误差允许范

围内，解释和恢复古代分流河道的活动特征。 

以下介绍平衡指数在两个现代三角洲体系中的应用。 

3.2  平衡指数在自然界的应用实例 

3.2.1  黄河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前缘的水深很浅（相较于黄河三角洲的规模），约 10~15 m[44]。黄河三角洲

在过去三千年至少发生了 26 次大型的决口[45-46]，1 500 多次的洪泛，非常不稳定。Wang et 

al.[31]选取了近 100 多年来，7 次记录的自然决口事件（图 11）[46-47]，分别通过测量它们在

水上及水下的坡度（分别作为 α、β）、前缘的水深（h），以及平原半径（x；各自的决口

点相对于决口时岸线的平均距离），参考图 6 所示的模型分别求取了它们对应的平衡指数，

7 个朵体对应的平衡指数值均在 0.2 左右（图 12）[31]。 

 

图 11  黄河三角洲所处的地理背景及沉积特征 

（a）黄河三角洲的地理位置；（b）1855 至 1930 年间黄河三角洲的 7 次决口事件及当时的古岸线[46-47]；（c）黄河三角洲前缘

的水深特征。详细的数据来源见 Wang et al.[31] 

Fig.11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a) satellite image; (b) map of Yellow River deltaic avulsions 1855–1930 [46-47]; (c) bathymetric contours contiguous to Yellow River 

delta (experimental details in reference [31]) 

根据平衡指数，结合下述参数，可以进一步根据表 1 计算某些地貌动力学参数的理论

值。现今黄河的沉积物供给速率为 4.2×108 m3/a[48]，分流河道的平均厚度为 2 m[47]。经测量，

7 个朵体的平均张角为 0.83 π、平原的平均坡度为 1.76×10-4、平均半径为 41 km。另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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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朵体的平均平衡指数为 0.209。根据上述参数，黄河三角洲进积速率、加积速率、分流河

道的决口周期的理论值应为 340 m/a、6.0 cm/a、33 a。与实测值相比（表 2），平衡指数模

型高估了进积速率和分流河道决口周期、低估了加积速率。这表明，实际情况中有更多的沉

积物作用于三角洲加积，更少的沉积物作用于三角洲进积。 

 

图 12  黄河三角洲与立雾溪三角洲的平衡指数（基于图 6 所示模型） 

Fig.12  Grade index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and Liwu River delta (from the model in Fig. 6) 

表 2  黄河三角洲基于平衡指数模型计算的与实测的进积速率、加积速率、河道决口周期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Gindex-based theoretical values and recorded values of the progradation rate, aggradation 

rate and avulsion timescale for the Yellow River delta 

对比 进积速率 Rpro [m/a] 加积速率 Ragg [cm/a] 河道决口周期 τA [a] 

基于 Gindex的理论值 340 6.0 33 

实际记录值 50–190 >7.5 7 

从表 2 可以看出，水深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了河流的活动性。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类：

（1）抑制河流活动性的作用。例如，细粒黏性沉积物、植被等能够有效地固定河流的堤岸，

有利于河流的稳定；再如，波浪、潮汐、沿岸流、异重流、异轻流等作用，能够有效地疏浚

河口区的沉积物，使更多的沉积物搬运至蓄水盆地，从而也倾向于抑制河流的活动性。（2）

加剧河流活动性的作用。黄河三角洲分流河道的活动性大于平衡指数模型的预测，如表 2

所示，黄河三角洲分流河道决口周期的预测值为实测值的 4.7 倍，表明加剧河流活动性的作

用远比抑制河流活动性的作用显著。常见的加剧河流活动性的作用包括回水作用、洪水作用

等。其中，回水作用（back water effect）是指河流在流近河口的过程中，水深增加、流速变

缓、因此搬运沉积物能力下降、泥沙沉积的现象[49]。显然，回水作用的存在使更多沉积物

沉积于陆上。Ganti et al.[47]曾单独讨论回水作用对黄河三角洲分流河道活动性的影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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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水作用使黄河三角洲分流河道的决口周期增加了约三倍。此外，季节性洪水短时间内造成

的径流量增加、环境变化造成的泥沙含量增加、人为因素等，也是河道决口、改道的重要因

素[50]。 

3.2.2  台湾立雾溪三角洲 

发育于中国台湾东海岸的立雾溪三角洲向海洋方向仅 3 km 水深急剧增加至 400~500 m

（图 13）。在过去 200 年甚至上千年，其分流河道保持了稳定状态。目前，立雾溪三角洲

平原半径约为 3.7 km，其平原和前缘的坡度分别约为 0.008 1、0.1~0.2。另外假定其前缘的

最大水深为 400~800 m，参考图 6 所示的模型计算 Gindex为 0.012~0.024。相较于黄河三角洲，

立雾溪三角洲的平衡指数要小一个数量级，可以解释立雾溪三角洲分流河道远稳定于黄河三

角洲的原因。 

立雾溪三角洲现今的分流河道并非一直保持稳定状态。在三角洲平原发育着三级河流阶

地，从老到新依次为 T3（5 ka）、T2（2~3 ka）、T1（0.2~2 ka）（图 13b）[51]，表明在除

了现今位置之外的其他位置有过河道的活动。经测量，三级阶地（从老到新）的坡度（α）

分别为 0.2、0.033、0.017，同时假设其他的参数，包括三角洲平原的半径、三角洲前缘的坡

度、三角洲前缘的最大水深与现今相同，计算出三级阶地对应的平衡指数分别为

0.231~0.375、0.047~0.090、0.025~0.049（图 12）。自过去 5000 年以来，立雾溪三角洲的平

衡指数逐渐减小，表明其分流河道逐渐在向平衡状态接近，由不稳定变得越来越稳定，持续

下切早期的沉积。 

考虑到台湾东海岸的相对海平面自 6500 年以来几乎保持稳定，其分流河道趋向稳定、

持续下切的原因可能为：（1）三角洲前缘的深水环境；（2）物源沉积物的浓度降低（Qs/Qw

减小）或径流量增加（Qw 增加）使得三角洲平原坡度减小（冲积体系的表面坡度与沉积物

浓度反相关、与径流量正相关[52]）。这两个原因均使得立雾溪三角洲的相对水深处于或逐

渐趋于较大值的状态（无量纲水深 h*）。可以推测，如果立雾溪三角洲继续推进，在其他

条件（物源、海平面等）保持恒定的条件下，其分流河道将仍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因为其前缘面临的水深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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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立雾溪三角洲所处的地理背景及沉积特征 

（a）立雾溪三角洲的地理位置；（b）立雾溪三角洲平原的数字高程模型，显示发育三级阶地；（c，d）立雾溪三角洲前缘的

水深特征。其中，根据（c）估算三角洲前缘的最大水深为 400 m（据 British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根据（d）估算为 800 

m（据 Google Earth）。计算平衡指数时两个数据均做了参考。详细的数据来源见 Wang et al.[31] 

Fig.13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sedimentary properties of Liwu River delta 

(a) location; (b)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showing three terrace landforms in the Liwu River delta; (c) bathymetric data ahead of the 

delta from British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 indicates maximum delta front depth of 400 m; (d) data from Google Earth indicates 

maximum depth of 800 m. Both value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Gindex. (See [31] for details) 

3.3  平衡指数模型的局限性 

以上关于平衡指数的讨论，默认上游供给的沉积物全部沉积于河流—三角洲体系的顶积

层和前积层。实际上河流—三角洲体系中的沉积物分配远比此复杂，盆地水深并不是影响沉

积物分配的唯一因素。任何影响沉积物分配的外部作用都可能引起平衡指数模型与实际情况

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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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游端，除了本文讨论的水深影响沉积物分配和河流活动性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

这一过程。上文提及的回水作用使更多的沉积物分配在顶积层，平衡指数预测的分流河道活

动性要小于实际情况；与此相反，蓄水盆地的波浪、潮汐、沿岸流能够有效地疏浚河口区沉

积物，倾向于将沉积物搬运远离三角洲体系，平衡指数预测的分流河道活动性可能要大于实

际情况。例如，对于冲积扇体系，其平衡指数接近 1，指示强河道活动性。但在 Clarke 的冲

积扇水槽实验中[53]，在冲积扇的末端开挖了壕沟，上游供给的沉积物能够通过壕沟流出冲

积扇体系，冲积扇表面的河道能保持稳定状态。Swenson[54]也通过数值模拟证明了随着河口

区沉积物扩散能力增强，河道的沉积速率和决口周期将分别加快和延长；再如，对于很多受

潮汐影响的三角洲，其分流河道表现得比较稳定[55-56]。这些都表明河口区沉积物的疏散有利

于河流的稳定性。此外，本文讨论的平衡指数模型没有考虑海平面升降的影响，海平面上升

可能也是引起河流活动性增强的一个因素[57-60]。 

上游端，沉积物供给、沉积物性质、植被特征等因素也影响河流的活动性。实验证实，

增加沉积物的供给速率、减小供给河流的水流量，均可引起河流活动性增强[61]。沉积物中

的黏性组分（如泥质颗粒、黏土矿物等）、三角洲平原植被的发育是降低河流活动性的重要

因素[62-65]。此外，细粒沉积物含量的增多，可能在河口区形成异重流[49]，也可能对沉积物

的分配产生影响。 

自然界三角洲的发育受上述条件的综合影响。尽管平衡指数模型没有涵盖除水深之外其

他因素对三角洲沉积物分配和分流河道活动性的影响，通过将其与仅由水深因素影响下的假

设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剔除水深因素的影响，从而间接帮助判别其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权

重。 

4  结论 

（1）盆地水深控制着沉积物在三角洲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分配的比例，进而控制分流

河道的活动性：盆地水深越浅，越多的沉积物沉积于水上，分流河道表现得越不稳定，并发

生频繁的迁移、摆动；盆地水深越大，越多的沉积物沉积于水下，分流河道越稳定；直至水

深达到无穷大（沉积物无法在河口区堆积），所有河流搬运而来的沉积物将尽数沉积于水下，

分流河道在理论上可达到既无净沉积作用，也无净侵蚀作用、沉积物过路不留的平衡状态。 

（2）平衡指数模型可以定量表达盆地水深对三角洲体系中沉积物的分配和分流河道活

动性的控制作用。平衡指数（Gindex）定义为单位时间沉积物在三角洲陆上部分分配的体积

与沉积物供给的总体积之比，是介于 0~1 之间的无量纲数值。Gindex 越接近于 0，表明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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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陆上的分配相对较少，河流因沉积速率较低而更稳定，当 Gindex = 0，表明河流搬运来的

沉积物尽数沉积于岸线之下，河流达到平衡状态，或者河流消失，三角洲演变为水下扇。反

之，当 Gindex 越接近于 1，表明沉积物在陆上的分配相对较多，河流因沉积速率较高而变得

不稳定；当 Gindex = 1，表明河流搬运来的沉积物尽数沉积于水上，对应于冲积扇的情形。 

（3）三角洲主要的地貌动力学参数，如进积速率、加积速率、河口迁移速率、河道决

口周期等，均可以通过平衡指数定量表达。一方面，平衡指数本身可作为这些地貌动力学参

数的标准值（无量纲的地貌动力学参数）；另一方面，这些地貌动力学参数的真实值也可以

通过平衡指数计算出来，并作为理论参考值。自然界中的三角洲均有其特定的平衡指数，可

通过计算进一步恢复、解释、预测自然界中三角洲的演化规律。 

（4）平衡指数模型体现的是盆地水深单一因素对三角洲地貌动力学特征的“贡献”。

通过计算自然界中三角洲的平衡指数，进一步分析三角洲体系的理论地貌动力学参数，并将

其与实测值对比，有助于解释除水深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三角洲地貌演变的影响。 

致谢  感谢日本长崎大学 Tetsuji Muto 教授提供图 2 所示的实验资料。感谢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单新副研究员以及两位匿名专家、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对论

文的改进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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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basin water depth governs the morphodynamics of 

deltas that formed at the basin margin, because water depth affects the amount of subaerial and subaqueous 

sediment that are deposited. Shallow-water deltas contain more sediment than deep-water deltas in the subaerial 

region. As a result, aggradation of distributary channels takes place more rapidly in shallow-water deltas, making 

the channel more active in terms of migration and avulsion. The grade index (Gindex) model is proposed to 

quantitively illustrate this process. [Methods] This study elaborates the origin, theoretical modeling,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rade index model, and discusses its limitations. In this context, grade refers to 

the state of a river stream in which sedimentary material is all transported by the river flow without net deposition 

or erosion taking place. The grade index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the volume of sediment allocated subaerially to 

the total volume of sediment input in per unit time. By this definition, Gindex is a dimensionless number between 0 

(no deposition subaerially) and 1 (complete deposition subaerially). [Results] Theoretical analyses confirm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ndex and water depth.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geometry of the delta (e.g., delta plain 

radius, topset slope and foreset slope). In basins with deeper water, Gindex  0, which means that de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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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s of sediment are deposited subaerially per unit time, forming a more stable channel that approaches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 or ‘state of grade’ of the alluvial river, when neither erosion nor deposition takes place. 

Conversely, Gindex  1 for deltas developed in shallower water basins, and the delta plain becomes increasingly 

unstable. The value of Gindex reflects basic morphodynamic parameters of the delta (e.g., rates of progradation, 

aggradation and channel migration, and the timescale of channel avulsion). Each of these parameters can be 

calculated as the product or quotient between Gindex and their counterparts obtained with negligibly small basin 

water depth, while the former is determined by the delta’s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basin water depth and the 

latter is determined by the delta’s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total sediment supply rate. This means that for a 

particular deltaic system with specific geometrical parameters, sediment supply rate and basin water depth, it has 

theoretical values for the grade index and geomorphodynamic parameters, both of which can be calculated. This 

speculation was verified by tank experiment. The Gindex model is derived from the global mass balance of the 

deltaic system. Local and/or tentative depositional, erosional and dispersal processes (e.g., backwater effect and 

coastal processes including waves, tides and longshore currents, as well as effects unrelated to the depositional 

system (vegetation and/or anthropogenic processes)) were not considered. [Conclusion] The grade index model 

isolates the effect of basin water depth from other variables in describing delta morphodynamics, and reveals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deep-water and shallow-water delta landforms. It also goes some 

way toward explaining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other than water depth. The model has the potential for general 

application to modern alluvial–deltaic systems. Its application to ancient systems has yet to be explored. 

Keywords: Delta; water depth; morphodynamics; grade index; tank experiment 


